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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與香港課程改革政策
及其實施之比較1

宋萑* 李子建** 程冬梅***

中國大陸與香港兩地課程改革已然走過十年，課程也不再只停留於理想或
文件層面，而是進入課堂中的運作與經驗層面。本文通過文件分析法和比較研
究法，從文件課程和運作課程兩個方面對大陸與香港的課程改革政策進行比
較。結果發現：兩地在課程改革的歷史與背景上雖有差異，但都反映知識經濟、
全球課程改革趨勢的要求；在課程改革決策與設計上都採取「研究、發展和傳
播」模式，關注學生為本和學生全人發展，並設計彈性的課程結構；在課程改
革實施上遭遇新課程形式與教師能力不足、多元評價體系與考試文化之間矛盾
等問題；在課程改革的影響與效果上，新課改帶來教師理念的更新和學生能力
的提升，也對教師教育改革產生間接影響；兩地課程改革從文件層面到運作層
面仍然存在落差，大陸地區因為地域廣、差異大而導致落差更突出；兩地所共
通的分權取向在實踐中依然遭遇困境，尤其在大陸新課改中更是加劇教育不公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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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言

教育及課程改革可以說是近年世界各國的重要議程之一（李子建，2001），
各國紛紛提出教育改革的法案，要求學校改善教學品質來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在這樣的改革浪潮中，中國兩岸三地也不可避免地加入到課程改革的浪潮之中
（尹弘飆、李子建，2008；Kennedy & Lee，2010）。1998 年 12 月教育部頒佈
《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畫》，提出將於 2000 年啟動第八次基礎教育課
程改革，2001 年教育部頒佈《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以下簡稱《綱
要》）。與此同時，香港的課程改革也表現出類似的軌跡，課程發展議會於本
世紀初頒佈了《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基礎教育課程指引》等一系列
指導文件，全面推動課程改革。

兩地課程改革已然走過十年，課程也不再只停留於理想或文件層面，而是
落實於課堂中的運作與經驗層面（Goodlad, 1979）；改革亦從啟動階段逐漸過
渡到實踐與持續階段（Fullan, 1982, 1992），個中亦經歷著曲折與波瀾（張國
祥、陳敬濂，2007）。我們從課程改革取得了甚麼經驗？未來課改路何去何從？
確實需要對兩地課程改革的內容、經驗與問題進行梳理與比較，以期重整行裝
再往前行；與此同時，雖然過往亦有研究對兩地，乃至兩岸三地或四地的課程
改革進行比較，但較多停留於文件課程層面的討論，少有涉及運作課程（Lee,
2009）。因此，本文試圖從文件課程和運作課程兩個方面對大陸與香港的課程
改革政策進行比較，以在經驗和差異基礎上厘清各自深層特質。

貳、研究設計

一、研究問題

本文對大陸與香港的課程改革政策所做的比較研究，其中文件課程部分主
要以兩地課程改革政策文件為對象，運作課程部分則以兩地課程改革實施以來
的實證研究為對象，從而比較分析下述問題：

（一）兩地課程改革歷史與背景有何異同？

（二）兩地課程改革決策與設計過程有何異同？

（三）兩地課程改革實施及其存在問題有何異同？

（四）兩地課程改革成效有何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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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地課程改革在處理集權與分權關係上有何異同？

二、研究框架

Yusuf Sayed 曾如此界定政策與政策制訂：其作為一套相互關聯的行為，社
會成員透過它而參與到決策之中，他認為決策過程通常包括三個階段：期望規
範階段、進程階段與實踐階段（UNESCO, 2007），這實際上構建一種政策分析
框架。過往教育政策研究也借鑒這一框架或加以細化，主要包括：歷史與背景
脈絡、目標與目的、邏輯依據與假說、決策進程、過程與內容、實施與效果（Bales,
2006; Delandshere & Petrosky, 2004; Knight, Lingard, & Bartlett, 1994; Smit, 2005;
Tekleselassie, 2005）。

進而考慮到課程改革領域本身，從縱向過程角度則亦包括課程改革背景、
課程改革設計、課程改革實施與課程改革評價（關乎效果）等若干階段分析
（Bales, 2006; Delandshere & Petrosky, 2004; Knight, Lingard, & Bartlett, 1994;
Smit, 2005; Tekleselassie, 2005）；而從橫向內容角度，則可包括課程理念、課
程目標、課程結構與內容、課程實施與課程評價等不同內容（黃顯華、朱嘉穎，
2005）。綜合教育政策研究框架與課程改革研究傳統兩種分析路徑，則初步形
成本文的分析框架（見下表）。

表 1 大陸與香港課程改革政策比較之分析框架

課程改革歷史

與背景

課程改革決

策與設計

課程改革實

施與問題

課程改革成

效

課程理念 √ √

課程目標 √ √
課程結構

與內容
√ √

課程實施 √ √
課程評價 √ √

然而，分析框架建立只是政策分析第一步，更為重要的是借助怎樣的理論
或概念利器，來透過單純政策文本和現象深挖背後的價值預設。反觀近年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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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研究，集權與分權（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控制與賦權（Control
/Empowerment）、質量與平等（Quality/Equality）等概念佔據主流。特別是分
權與賦權的概念，與當時政府管理模式改變一脈相承，自上世紀 80 年代就開始
為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廣大發展中國家更是追趕這一股潮流（Bullock & Hywel,
1997; Development Bank of Southern Africa, 1993; Lauglo, 1995; McGinn &
Epstein, 1996; Morrison, 1999; Patrinos & Ariasingam, 1998; Prawda, 1992），也
自此開始，諸多政治與管理的改革都被冠以「分權」，其中也包括教育改革的
項目（黃政傑，1993；Bray & Mukundun，2003）。這一趨勢在課程改革中尤
為明顯，不少學者在分析新千年各國課程改革浪潮中都指出，多數傳統集權式
國家都尋求改變目前中央全部控制的課程設計型態，賦予地方及學校有相當程
度的課程自主權，校本課程開發與管理等理念逐步滲透到課程改革的官方文件
中，兩岸三地的課程改革也無不打上「分權」與「賦權」的烙印（黃政傑，1993；
鍾啟泉、崔允漷、張華，2001；李其龍、徐斌豔，2001；盧曉華、喻春蘭，2001；
汪淩，2001；方明生、沈曉敏，2001；鍾啟泉、楊明全，2001）。

就改革策略而言，不少文獻提及控制策略和賦權式投入策略（例如 Rowan，
1990），控制策略的特點是具有規定性，對政策的手段、實踐和期望成果都有
清晰的提示，例如課程式控制制策略可以包含課程架構的制定、教材的審定和
限制、學生評估政策的制定等。賦權的課程改革策略的終極目標是促進學生的
學習，其例子包括改善教師的培訓和專業發展，強化教師專業對決策的參與和
控制權，為教師提供額外的支援和資源、促進教師專業和改革（例如領導教師/
特級教師）等以增加他們的課程改革的投入感和擁有感（李子建，2005a）。本
研究將藉由集權（控制）與分權（賦權）等概念，及課程理論本身的概念，基
於課程改革政策分析的分析框架，來分析文件課程和運作課程。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文本分析法對兩地課程改革進行比較研究，文本類型包括兩
類：一類為大陸教育部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出臺有關新課程改革的政策文件2，
和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教育統籌委員會和課程發展議會等出臺有關新課程改
革的政策文件；一類為以大陸及香港地區新課程改革為對象的實證研究文獻。

2 其中包括教育行政部門領導的講話稿，例如前幾任教育部長陳至立、周濟有
關新課改的講話，這在中國大陸政治體系中都被發揮著政策文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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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研究則包括描述、解釋、併排、比照研判等四項步驟，其中描述是對
事物進行詳細敘述；解釋是從哲學、歷史、社會等不同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
或現象的成因與意義（Bereday, 1966, 轉引自黃顯華、朱嘉穎，2006），是次研
究則多著力描述和解釋，並期以能做到併排與比照研判。

叁、課程改革歷史與背景

大陸：「危機引發改革，改革產生困惑」，大陸此次新課程改革歸根結底是
對長期以來教育中存在的危機和困惑的回應。鍾啟泉教授（2005）在《中國課
程改革：挑戰與反思》一文中首先指出：

應試教育使得我們的課堂異化、學校異化、人格異化，說得徹底一點，教
育的使命和魅力蕩然無存。奴役學生、摧殘人才的應試教育同當今時代的
發展格格不入，應當壽終正寢了。(頁 18)

因此課程改革勢在必行。但是應試教育的問題在此次課改之前已然討論很
久，作為其對立面——素質教育也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後期就登上歷史舞臺。
1993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以下簡稱「綱
要」）正式提出，「中小學要由應試教育轉向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軌道」，素質教
育成為黨和國家的重大教育決策（顧明遠，2008）。但似乎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
間的戰爭是一場持久戰，一直未能真正深入教育改革的核心——課程，而此前
的 7 次課改，都不過是學科範圍內的知識系統的調整，沒有涉及根本性的頂層
設計（鍾啟泉，2005）。由此可見，傳統應試教育本身輜重難行亟待改革，而素
質教育也一直缺少實踐抓手去落實，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新課改終於適
時而生。

除卻教育自身發展需求以外，大陸新課改的政策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大環境
下的產物，尤其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背景。首先從政治背景上，此次新課改政
策是對中共十七大中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方針的
回應，《綱要》中也明確指出「基础教育课程是国家意志和核心价值观的直接体
现」，突顯出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政治意義；其次從社會背景上，隨著改革開放
的深入中國大陸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和國民素質有了顯著提高，民眾也對教育
提出更高、更多元的要求，而基礎教育又是與絕大多數民眾家庭息息相關，其
課程的改革自然首當其衝成為「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的核心舉措；再者在經濟
背景上，大陸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知識經濟浪潮都對人才培養提出新要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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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綱要》中所指出的：「原有的基礎教育課程已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發展的需
要……教育部決定，大力推進基礎教育課程改革。」

然而，在此次新課改中還有一個背景因素值得注意，這就是從 1988 年開始
實施的上海「一期」課改，上海市作為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排頭兵，也在教育改
革領域承擔著實驗者的角色，「一期」課改就是一次將素質教育落實於課程中的
試驗嘗試，1993 年「綱要」出臺就肯定和吸納了上海「一期」課改的經驗和成
果，這些經驗和成果也成為全國新課改的重要基礎（尤煒，2010）。在充分吸收
「本土經驗」的同時，上世紀末國際課程研究的發展和各國課程改革浪潮則為
新課改增加「國際視野」（鍾啟泉，2005），建構主義、多元智慧、統整課程、
研究性學習等一系列新興理念和課程形態都被納入到課改之中。

香港：香港的課程改革是整個香港社會變遷在教育上的縮影，相較大陸而
言，對於帶有更強市場化色彩的香港教育，香港經濟結構轉型、全球化和知識
經濟的潮流所帶來的衝擊更大；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在政治層面的改變，
對包括國民教育在內提出變革要求；在社會方面，階層結構的變化和社會文化、
儀式的調整，以及資訊科技發展，都對教育中的人才培養提出新要求（教育統
籌委員會，2000）。

然而除卻這一改革大環境，香港教育本身走過的改革路也成為其課程改革
的重要脈絡。從上世紀 70 年代實施九年普及強迫教育以來，包括德育及公民教
育、中學預科課程改革，再到 90 年代初的目標為本課程改革，香港教育一直都
在探索適合自己的改革路徑。但由於都採取「自上而下」的策略，使得這些改
革都不大成功，都停留於表面化的變革（cosmetic change）（林智中，1991；
Morris, 1996）。這就導致，1982 年香港政府所邀請的國際顧問團在報告書中提
及香港課程與教學中的種種問題——如不能激發學生學習能力和創造能力、傾
向於教師為中心——在此次課程改革前依然存在（國際顧問團，1982；教育統
籌委員會，2000）。在新世紀基礎課程改革的諮詢文件裏，曾提及以下的拉力和
矛盾：全球化和本地化；專科培訓和全人發展；中央發展和校本發展；合作和
競爭；迫切性和可行性；一致性與多樣性及靈活性；課程的學術、個人、社會、
政治及經濟宗旨；傳授知識和創造知識；為篩選而評估和為學習而評估（課程
發展議會，2000）。值得注意的是課程發展議會建議以「平衡兼顧」的取向和多
元化的方式（如學習和教學策略、評估模式等）解決這些矛盾。另有學者還指
出，香港政府對教師教育控制的減少、對教科書使用控制，以及實施九年義務
教育的時間也都是課程改革的重要脈絡因素（黃顯華，2004）。

比較：從課程改革的背景來看，兩地課程改革都是對當下社會發展變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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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舉，特別是知識經濟、資訊時代的到來對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因此教育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而課程和教學作為學校教育的核心、
實施培養目標的施工藍圖和組織課堂教學實踐的最主要依據，必然是改革的重
中之重（尹弘飆、李子建，2008；鍾啟泉、崔允漷、張華，2001）；其次，兩地
課程改革都與國際教育改革和課程研究的發展緊密聯繫，特別是建構主義、多
元智慧、課程統整及它們在課程形態上應用——「專題研習」（大陸稱「研究性
學習」），都被或明或暗地納入到兩地課改文件中（李子建，2004）；再者，兩地
課程改革都是在前期改革遭遇困局中求變的結果，大陸課程改革是期望一改之
前 7 次課改表面功夫真正落實素質教育，香港課改則力圖從多年改革探索未果
中尋求結構性變革（李軍，1999；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第四，兩地課程改
革都重視對過往改革經驗的繼承和發展，大陸課改一方面吸收前 7 次課程改革
中的必修課與選修課制度、校本課程制度等經驗；另一方面汲取上海一期課改
優秀成果。而香港課改則重視對目標為本課程改革的繼承，在《學會學習——
課程發展路向》中也明確提到：

推行目標為本課程的經驗，對訂定課程發展路向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基本
上，小學課程改革的構思是完全採納了目標為本的精神和成功的實踐經
驗。（課程發展議會，2001，頁 9）

從兩地課程改革歷史和背景的梳理中，不難發現集權與分權關係平衡是兩
地共同面對的問題，相較而言，大陸新課改面對的阻礙更大，雖然早在 1987
年中共十三大報告中已經提出要改革權力過分集中，進一步下放權力，但至今
大陸政治體制改革仍步伐緩慢，因此在整個政治體制相對集權的背景下，身在
政治體制之內的教育部門企圖在新課改推行分權，自然困難重重，隨著而來的
問題也在課程改革決策、設計和實施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來。

肆、課程改革決策與設計

一、課程決定

大陸：不同於過往歷次課程改革，2000 年課程改革在決定模式上有所創
新。首先從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專家工作組的人員組成上，建立由課程專家、學
科專家、教育學家、心理學家以及教育實際工作者共同參加的專家組，這一成
員組成打破過往學科專家主導的態勢，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課程專家的領銜角
色，或者用其成員的話說是增加了「課程意識」（鍾啟泉、崔允漷、張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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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啟泉，2005）；其次是發揮了教育行政管理人員、教育研究人員、校長、教師、
學生、家長等力量的參與作用，利用新聞媒體等平臺為公眾提供發表意見的機
會；再者，是次課程改革採用三步走的策略：醞釀準備、試點實驗、全面推廣，
特別是 2001 年進入試點實驗階段以來，逐步推進、逐漸擴大試點地區範圍，並
同步評估和回饋改進，根據實驗區的回饋意見來對前期開發的課程標準進行適
度調整（陳至立，2002）。

香港：1999 年課程發展議會進行重組，首要工作便是對學校課程進行整體
檢視，包括學生、家長、教師、校長、學者、師培人員、專業人士等都參與到
此次課程檢視之中（課程發展議會，2001）。與此同時，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
（2000）發表的《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中所提出的
教育願景和目標，課程發展議會隨後發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諮詢
文件）》，透過郵寄、傳真、電郵、各類媒體等多種途徑，廣泛徵求市民的意見
和建議，最終頒佈正式文件；其次從課程發展議會的成員組成上，主要吸納大
學學者、校長、教師、官員以及商界代表，其中教育界人士占絕大多數（霍秉
坤，2004）；再者，在課改的推進過程中採取循序漸進，累計經驗、凝聚力量；
群策群力的策略，制訂短、中、長三期十年發展時間表，讓學校與政府同步參
與，透過累積、分享、推介、調適有關成功的經驗和持續改善，提升各界合力
改革的能力（課程發展議會，2001）。

比較：總體而言，兩地的課程改革某程度上反映的「研究、發展和傳播」
模式（research，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model）色彩（Havelock, 1971），即
是由專業人員透過調查、診斷開發出課程改革的建議性文件，並進行廣泛的社
會諮詢，在綜合社會各方面的意見最終形成綱領性文件來逐步推行。因此兩地
首先都很重視專業人員的參與。大陸方面主要依靠各類專家和一線工作者，而
香港方面也是以教育界為主，但只是兩地對於參與人員的分類不盡相同，大陸
更傾向於從學科背景來進行區分，而香港則主要從來源領域來分別。特別是大
陸方面這種區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課程專家與學科專家的不同視野，甚至是
雙方的角力，這一點在數學學科方面體現的尤為明顯3。香港方面突出的一點是
邀請商界人士加入，甚至有學者（鄭宇碩，2004）指出香港教育諮詢組織的人

3 數學家姜伯駒院士就曾對《全日制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實驗稿）》提交兩
會議案，提出其中存在重大問題，建議課程標準的研製小組應當吸收對數學科
學有深入理解的數學家，2010 年 5 月 6 日，取自
http://www.zxxk.com/Article/0503/31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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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就是由商人主導：

他們獲委任，似乎主要取決於他們的財富與特區政府的關係，以及至與董
建華的交情，而與他們對本港教育的貢獻及認識無關。（頁 18A）

但在大陸卻根本沒有包括商界在內社會人士參與，而主要以專家與教師為
主。

其次兩地都重視依託調查研究。大陸課程改革在醞釀準備階段利用兩年時
間對國內基礎教育實際進行調研，並對國際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現狀和趨勢進行
比較研究，在新課程實施之後，教育部以及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辦都組織或支援
多項調研以資回饋。同樣，香港地區也在課改之前進行課程檢視，課程改革議
會並在改革籌備和推進過程中支持諸如「香港中小學中文科課程與教學研究（19
98）」、「官立及資助中學——學校效能研究（2001）」，為制定課程政策提供重要
的知識基礎（霍秉坤，2004）。

再者，兩地都強調政策的意見徵詢，並透過多種途徑來徵求多方面意見，
但徵詢範圍有所差異。香港地區課程發展議會（2001）就明確指出：

政府各部門和諮詢組織、學校、教師和校長、非政府機構組織、師資培訓
機構、家長、雇主、專業團體、傳媒……均應齊心協力，攜手推動改革，
務求達到共同目標。（頁 13-14）

但相比之下，大陸在課程改革政策的意見徵詢上，並未組織向全民徵詢意
見的活動，主要還是依靠教育系統內部和行政系統的力量來組織廣大教育工作
者和各個領域的專家來參與。徵詢範圍的局限也導致大陸課程改革在推進過程
中遭遇更多的質疑聲音，在全國首批高中課改試驗區寧夏的一項調查發現，多
數家長對新課改信心不足4。

第四，兩地都有行政主導的色彩。雖然相比殖民地時期香港教育決策的中
央控制，各類教育諮詢機構逐漸形成相制衡的力量（黃顯華，2004），但在目前
課程改革的決策過程中，行政主導色彩仍然存在（黃顯華、馬慶堂，2002；霍
秉坤，2004）。這種色彩在大陸課程改革中更是濃厚，無論是課改綱要出臺、課

4 調查：多數家長對新課改信心不足 學生任務更重，2010 年 5 月 6 日，取自
http://218.246.21.197/DRCNet.Common.Web/DocViewSummary.aspx?docid=1291
027&chnid=1041&leafid=3164&gourl=/DRCNet.Common.Web/DocVie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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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標準擬定、課程試驗推進，無不有著強烈的官方色彩（李子建、尹弘飆，2005）。

二、課程理念

大陸： 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解讀》一書中副標題之一
就是「為了每位學生的發展」，這實際上也成為這輪課程改革的核心理念，而諸
如建構主義、多元智慧等等，也是這一核心理念的組成部分，或言理論依據。
其中建構主義所強調的是——主客體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切經驗和知識的源
泉 ，學生不再是知識的接受者而是知識的建構者，教師應當幫助學生成為學習
的主體，學會學習才是「為了每位學生的發展」的核心（顧明遠，2001；陳琦、
張建偉，1998；吳維寧，2002；楊麗娟，2003；楊玉春、溫勇，2006）；而多元
智慧則是關注學生身上蘊藏的巨大潛力，課程與教學要更加全面地更新和評估
人的發展（鍾啟泉等，2001）。

香港：雖然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以下簡稱《學會學習》）諮
詢文件中並未出現「課程理念」字眼，但是在其主導原則中是這樣說明的：

要教導學生學會學習，促進他們獨立學習的能力，達到全人發展和終身學
習的目的，以全面提高教育質素……所有學生都有能力學習……採用以學
生為本的方式，從學生的角度出發，瞭解他們的需要、學習方式、興趣和
能力，從而定出適切的教學及評估的策略。（課程發展議會，2000，頁 9）

為了回應「今後學生應該學些甚麼」以及「學會學習」的理想，課程發展
議會（2000）建議學生應該五種學習經歷（發展德育及公民教育、智慧、參與
社會服務、促進體藝發展和累積與工作有關的經驗），並制訂一套包括知識/概
念、能力、價值觀和態度的課程架構。

比較：兩地的課程改革都重視「以學生為本」的課程理念。首先是都強調
學生學習能力的培養，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其所反對的是過往教育中教師
中心的課堂與灌輸式學習；其次是都強調學生的全面發展，大陸課改中以多元
智慧來作為依據，香港則以全人發展為名，關注學生在知識的獲取、能力的提
升以及態度的培養等方面的整合（黃顯華、朱嘉穎，2005）；再者兩地都認識到
終身學習的重要性，這與終身學習理念在國際教育領域的廣泛影響是分不開
的，大陸新課改更是把學習與成長聯繫起來，終身學習乃是人的整個生命（吳
繼霞，2005），中小學教育必須為學生提供他們以後賴以發展和接受繼續教育的
基礎（顧明遠，2001）。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學會學習》的諮詢文件中還明確指出：以學生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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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學生學習的整體利益作考慮，為學生排除障礙，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我
們的信念是所有學生都有能力學習。雖然他們或許會有不同的學習方式，但我
們永不會放棄。學生應有機會獲得全人發展的學習經歷，並且應有機會發揮不
同的潛能。這種「全納教育」的理念在大陸《課改綱要》中體現的並不明顯，
只是在「教學過程」節中提及「關注個體差異，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而
且作為重要理論依據之一的「多元智慧」，其本身是與「全納教育」相統一的，
但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解讀》一書卻隻字未提多元智能背後
的這層深意。

另有一處差異在於，在《學會學習》文件中「指導原則」部分還言及：

課程發展是持續不斷的改進過程，期望短期內收立竿見影之效是不切實際
的想法……積極的意見和耐性，欣賞每項小成就，以及克服面對在改革過
程中遇到的挫折，都是確保持續變革基要因素

有學者（黃顯華，朱嘉穎，2005）指出這一點與上海二期課改的理念區別
在於其是從「實質性」、「政治-社會」和「技術專業性」三個方面全面審視課程。
另一方面，要進行課程改革時，香港《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02，
第 10、11 章）指出：

課程發展是一個積極互動的過程。行動研究、教師發展、學校發展及課程
發展、全都是互有關連，並對學生學習有極大影響的。（第 10 章，頁 14）

此外也強調多元參與，以合作夥伴方式推動課程改革，比大陸較強調「技
術專業性」。

三、課程目標

大陸：大陸課程改革提出培養目標包括：要使學生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
義精神；要使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具有社會責任感；具
有初步的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科學和人文素養以及環境意識；具有適應終身
學習的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壯的體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質，養成
健康的審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於此同時，《綱要》中進一步提出課程改革的具體
目標：

(一) 改變課程過於注重知識傳授的傾向，強調形成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和
學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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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變課程結構過於強調學科本位、科目過多和缺乏整合的現狀，均衡
課程門類和課時比例，兼顧綜合性和選擇性。

(三) 改變課程內容“難、繁、偏、舊”和過於注重書本知識的現狀，加強
課程內容與社會生活實際的聯繫，關注學生興趣。

(四) 改變課程實施過於強調接受學習、死記硬背、機械訓練的現狀，宣導
學生主動參與、樂於探究、勤於動手，關注學生的能力。

(五) 改變課程評價過分強調甄別與選拔的功能，發揮評價促進學生發展、
教師提高和改進教學實踐的功能。

(六) 改變課程管理過於集中的狀況，實行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管理。

香港：《學會學習》則提出學校課程應為所有學生提供終身學習所需的重要
經驗，並因應個別學生的潛能，使能在德、智、體、群、美五育均有全面的發
展，成為積極主動、富責任感的公民，為社會、為國家以至全球作出貢獻。為
了裝備學生面對廿一世紀的挑戰，學校課程必須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
態度，貫徹終身學習的精神，從而學會如何學習；培養各種共通能力，以便獲
取和建構知識，奠定全人發展的基礎（頁 4）。而在《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
制——對未來的投資》的諮詢文件中提出的培養目標則是：要具備廣闊的知識
基礎，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掌握終
身學習所需的資訊科技及其他技能；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積極參與體藝活動；
瞭解本身的就業或學術抱負，並培養正面的工作和學習態度尊重多元文化和觀
點，並成為能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善於運用兩文三語。

比較：從文件表述中來看，兩地課程在培養目標上非常近似，與前述課程
理念一樣，都重視個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在學習能力、價值觀、國民意識、
世界視野、身心健康方面，當然這些要素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課程改革都有所
體現（黃政傑，1993；鍾啟泉、楊明全，2001；李其龍、徐斌豔，2001；盧曉
華等，2001；汪淩，2001；方明生等，2001）。不可否認，因為兩地在制度、歷
史、文化方面的差異，其在培養目標上也有不同點，例如大陸課程強調要使學
生熱愛社會主義、發揚革命傳統、努力為人民服務，要成為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紀律的一代新人，這些話語是受到意識形態以及中國大陸「紅色話
語」傳統的影響；反觀香港，「善於運用兩文三語」就是地道港式特色的課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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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結構與內容

大陸：《綱要》提出整體設置九年一貫的義務教育課程。小學階段以綜合課
程為主；初中階段設置分科與綜合相結合的課程，以及選修課程。高中以分科
課程為主；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技術類課程相結合，積極試行學分制管理。
農村中學課程要為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服務，在達到國家課程基本要求的同時，
可根據現代農業發展和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因地制宜地設置符合當地需要的課
程。這裏以高中課程為例，其包括語言與文學、數學、人文與社會、科學、技
術、藝術、體育與健康和綜合實踐活動八大學習領域，八大學習領域又涵蓋語
文、外語（英語、日語、俄語等）、數學、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
生物、藝術（或音樂、美術）、體育與健康、資訊技術、通用技術等科目，然後
再設模塊。

香港：《學會學習》提出採用開放的課程架構，容許因應學生不同的需求，
彈性地使用不同的學習策略和方式，確保學生在不同程度都能持續學習。以高
中為例，其課程也包括八個學習領域，分別是：中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
數學教育，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藝術教育，體育；
四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和 20 個選修科目（建
議學生選修兩至三個選修科目，其中可包括一科或以上的職業導向教育單元）；
以及其他學習經歷。

比較：兩地在設置課程結構時都考慮了不同學習者的學習要求，建立較為
開放、彈性的課程結構（黃顯華、朱嘉穎，2005）。大陸課改提出實行綜合課程、
校本課程，在高中階段更是要求每個省市根據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訂立本省
（市）的高中課程設置方案。香港課改也指出以學生的學習經歷為取向，容許
學校對課程指引的指導內容做調試和靈活的改動。可見兩地的課程改革都體現
了課程設置從集權走向分權，賦予學校和地區更大的自主性。同時，大陸地區
提出農村學校依據當地情況設置適合本地發展的課程，香港則提出要因應學生
不同需求，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能得到持續學習，兩地都在課程結構上體現對
學生差異和地區差異的照顧。

其次，兩地課程結構都將學習領域的新概念納入其中，而且在學習領域的
劃分和內容也較為近似，反映出「統整課程」理念和「經驗」取向課程概念的
熱潮之高，即便目前統整課程在西方一些國家的標準化浪潮下遭遇挫折，但其
在包括中國大陸、香港乃至整個亞洲依然是一個熱點（張爽、林智中，2004；
Vars，2001）。同時，大陸的「綜合實踐活動」和香港的「通識教育」作為統整
課程的代表，都被納入到必修課程或核心科目中，並重視開展「研究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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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這都意味著學校課程中學科取向消減，而綜合學科學習的統整課
程設計有所增加（陳建生，2007）。再者，兩地都提倡「校本課程」的發展。大
陸的校本課程是課程三級制下的一種行政方式，而香港的校本課程則是符合中
央課程理念的彈性「調適」版本。

個中亦有細微差異。例如大陸設「人文與社會」，而香港則名「個人、社會
及人文教育」，後者對個人色彩的強調顯而易見，即便在中國大陸課程改革中已
然強調學生個性發展，但長期以來的集體主義傳統並未退居二線，依然將個人
置於集體或社會的範圍之中。在初中階段，不少學校開設「綜合人文學科」（李
子建等，2010），新高中學制下則開設「通識教育科」。

從整個課程改革的決策和設計來看，集權與分權關係的處理仍是核心。其
課程決定過程雖然都強調行政的主導，但都關注到不同教育持份者的改革訴
求；其課程理念與課程目標所提出的學生為本、學生終身學習能力的培養和全
人發展，背後對傳統權威式師生關係，乃至科層制學校管理和教育管理的批判，
因為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也就意味著教師要成為課程改革的代理人，只有被
賦予改革的權力之後教師才能真正將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否則還是陷於「防
範教師」（teacher-proof）課程的桎梏；其課程結構與內容所關注的校本課程和
統整課程，都將課程開發的權力交由地方、學校和教師。因此可見在兩地檔課
程層面，其新課改都將分權作為核心舉措，這其實也是對此前世界各國教育改
革經驗——自上而下的、由外而內的改革模式，始終讓教育改革止步學校之外，
教育改革的成功必然要求教師成為改革的代理人 (Fullan & Hargreaves,
1992)——反思的結果。但是課程決策設計時的清醒認識並不意味著改革實際運
行時能夠充分貫徹，即便在課程決策設計過程中，由於是通過集權力量來實現
分權，但難免出現「形式大於內容」結果，這一點在大陸新課改推行中來自一
線教師、家長和學科專家的質疑與批評之聲不斷中可見端倪。

伍、課程改革實施與問題

一、課程結構與內容

大陸：新課程改革提出要建設國家課程、地方課程、校本課程。「農村中學
課程要為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服務，可根據現代化農業發展和農村產業結構的
調整因地制宜地設置符合當地需要的課程。」但是在建設校本課程時，農村和
西部地區的學校面臨很多困境。教師方面，這些地區的教師整體素質不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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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綜合實踐能力及創新能力普遍較差（王世軍、徐中仁，2004），而且幾乎沒
有機會參加業務培訓、到外地聽課學習（訾敬，2006），因此，教師無法勝任校
本課程的開發和編制（謝利民、楊喜鳳，2005；陳白縵，2004）。課程資源方面，
農村、西部和一些欠發達地區都比較缺乏。農村學校基礎設施差，課程資源特
別是條件性課程資源與城區中小學都相差很遠。這也使得開發校本課程十分困
難。「教師賦權增能」包含「賦權」和「增能」兩個方面的含義，真正意義的賦
權增能不能是「有權無能」（陳蓉輝，馬雲鵬，2008；操太聖，盧乃桂，2006）。
雖然課程改革在課程結構方面體現出賦予教師更多權力，但是，農村教師由於
能力欠缺，並不能真正實行校本課程開發的自主權。

其次在課程統整方面，一是在獨立設置的綜合課程上，由於缺乏如「研究
性學習」、「科學課」的配套師資，很多學校在開設此類課程上遇到很到困難，
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由其他學科老師兼任（李臣之，2002）；二是在學習領域下各
個科目之間並未形成聯繫，依然是各個學科教師各行其是，只有統整之名未有
統整之實（張爽、林智中，2007）。

再者是教材編寫上，由於編教材的專家主要是大學教師及城市的優秀中學
教師，對農村教育現實瞭解不多，其內容脫離農村孩子的實際生活經驗，具有
明顯的城市化傾向（趙鵬，2006；董娟，2010），課程內容脫離農村學生的社會
生活，課本中出現的一些城市生活內容學生很難理解，從而造成對學習興趣降
低（徐陶，2002）。

香港：香港地區中學學制從原來的「5+2」學制變為「3+3+4」學制之後，
課程結構進行了相應的變革（王全珍、王海東，2008）。新高中課程多元化和具
有彈性，以照顧學生不同的興趣、性格和能力。高中以中文、英文、數學和通
識教育科為核心課程，同時學生還可以選修兩至三個科目，選修科目實用性較
強。總體而言，課程除預備學生繼續升學外，也會考慮他們不同的出路。整體
的課程架構，是要在專與廣之間取得平衡（陳嘉琦，2007；王全珍、王海東，
2008）。但是，課程在實施中會出現變異和扭曲。影響實施變異的其中一個因素
是改革的明確性。如果改革的決策者、設計者和實施者對改革本身沒有明確的
認識，則改革是無法推行的。以「課程統整」為例，林智中（2002）認為香港
官方提出的課程統整改革建議面目模糊，雖然要加強學習領域的聯繫，並設立
了八個學習領域，但立場卻搖擺不定，因此課程改革執行者無法判斷官方的立
場究竟如何，也就無法弄清楚課程是否需要統整，以何種方式統整。通識課程
對課程的統整亦有很多問題。通識課程的結構有「強的架構」和「弱的架構」
之分，在強的架構中，教師和學生對課程的控制程度高，教與學之間知識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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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性減少。反之，在弱的架構中，教師和學生對課程的控制程度低，教與學時
師生有較多的知識選擇權（Morris，1996；楊龍立，2001）。香港學校課程知識
分類很強，而且不同課程教師有不同的態度和教學方法，因此適應一種課程自
然會較不適應另一種課程，另外，跨學科單元議題受制於不同單元的不同性質
的知識，都給課程統整造成困難（霍秉坤，2007）。

比較：兩地在課程實踐中所反映的課程結構與內容上的問題有著一定的相
似性，特別是課程統整，其在實施中面臨重重困難。事實上，理論界對於課程
統整也存在著支持與反對的兩種聲音（Brandt, 1991; Brophy & Alleman, 1991;
Drake, 1998; Ellis, 2001; Mason, 1996; Schug & Cross, 1998），而且對於課程統整
的實踐和落實缺乏深入研究，這一弱點在大陸和香港地區都暴露得很明顯（黃
偉，2003；代建軍、謝利民，2001）。這種理論存疑也間接導致統整課程在實踐
中遭遇到來自分科課程的巨大阻力，分科課程因其悠久歷史與知識系統而難以
在朝夕之間被拆解，而且儒家文化圈中師道尊嚴與考試制度傳統更契合分科課
程的性質，也更難認同脫胎西方價值傳統、強調「兒童為中心」的統整課程（陳
健生，2002；2007）。

另一方面，由於分科課程與課程統整之間，在課程取向、教學策略、評價
方式、教師角色上有根本差異，分科課程教學的教師推行課程統整時需要做艱
難轉向。再加之教師本身缺乏相應的課程開發能力和課程統整能力，往往秉持
過去分科思維。這都導致，兩地課程在文本與實踐之間存在落差，其中在資源、
研究及專業發展上缺乏支持是一個重要原因（張爽、林智中，2007）。

事實上，包括課程統整、校本課程開發在內種種改革措施是與「分權」及
其背後社會民主信念是一脈相承的，但在政治體制改革起步的中國大陸，這種
「教育先行」難免與社會政治現實距離甚遠，並進而導致某種現實的悖論：政
府需要透過分權來推動民主，卻又不得不求助集權來實現這種分權的改革
（Nieuwenhuis & Mokoena, 2005）。同時正如 Fiske（1996）所指出的，在探討
教育領域內的分權時應關注分權到哪一層面（省/區/學校），此處大陸與香港就
有很大不同，香港地區因地小而易落實分權到學校，但在大陸這一分權卻難以
達及學校。以國家課程和地方課程所使用的教材為例，大陸地區基本上是由省
（區、市）或市（區）的教育行政部門來指定的，但在香港則主要由學校及教
師來選定。凡此種種，都使得相較與香港課改，標榜「分權」的大陸新課程結
構與內容在實踐中更加舉步維艱。

與此同時，另一種矛盾日益凸顯。中國大陸由於地域遼闊，經濟和教育發
展在區域上（特別在西部地區）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李子建、蕭今、盧乃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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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這已然成為中國大陸課程改革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雖然《綱要》文本
中指出要根據農村地區特點開發相應課程，但顯然沒有考慮到農村地區，特別
是西部農村地區的實際困難，再加之相應支援措施不到位，則必然容易導致教
育差異現象。換個角度，這其實反映了「分權」與「公平」在理論上緊張狀態，
因為分權會導致貧富地區在學校質量和學生表現的質量差異（Bray, 2003; Fiske,
1996），具體在大陸課改則集中體現在西部農村地區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的開發
不力，對國家課程的教材開放缺乏科學選擇與把握能力，最終導致與東部地區
差異更加明顯。相比之下，雖然香港學校之間在資源上也存在著差異，不過主
要限制校本課程發展的是教師的工作量過重。

二、課程實施

大陸：《綱要》中對課程實施提出明確要求，由國家組織編寫國家課程標準，
作為課程實施的基礎，教師要創造性教學；教材內容的組織應多樣、生動，利
於學生探究；開發、利用校內外各種課程資源教師教學應培養學生獨立性，引
導學生在探究和實踐中學習，尊重學生獨特的個性和學習需要，並將資訊技術
與學科課程有機結合。但是在課程實施的實踐中，農村教師存在輕課標重教材
的傾向，過分看重教科書，傳統的依賴教科書心理依舊根深蒂固（宋萑，2007；
景民、李瑾瑜，2000）。

在教法方面，雖然新課程改革提倡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與學生積極互動、共
同發展，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引導學生質疑、調查、探究，促進
學生在教師指導下主動地、富有個性地學習。但是，新課程教材中學科與學科
間聯繫太少，知識點脫節，個別教材較城市化，與農村生活脫節（馬雲鵬、唐
麗芳，2004），需要教師對教材內容進行挖掘、合理組織，需要教師引導學生通
過探究、合作等方式來學習，這就對教師的教學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而農村教
師水準較低，教學能力弱，都會直接影響學生對新課程的學習。

另外，新課程要求大力推進資訊技術在教學過程中的普遍應用，促進資訊
技術與學科課程的整合，充分發揮資訊技術的優勢，為學生的學習和發展提供
豐富多彩的教育環境和有力的學習工具。而在農村地區的中小學校很難達到這
一要求。有些學校即使從硬體上來講達到了要求，也只是用來應付上級部門的
檢查，而由於相應的管理和軟體不配套，教師很少使用，難以達到新課改的要
求（劉綺，2005；楊華祥、楊華君，2010）。可見，教師雖被賦予靈活實施新課
程的權力，卻沒有能力和資源方面的保障，不得已只能仍然按照傳統的教學方
法實施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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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會學習》指出要嘗試在成人指導學習與培養學生自學兩者之間取
得平衡，建議並以學生為本的角度，在只重灌輸知識的觀念，以及獲取和建構
知識的概念，取得兩者之間的平衡。並提出 13 項實施建議，包括：共同備課、
促進學習的評估、照顧學習差異、家課、家校合作等等。

根據林智中，張爽（2006）的研究，香港課程實施採用了問責的硬措施，
逐步推定課改，旨在增強學校與教師變革能力的軟措施和改變教育系統的行政
架構的實施策略推進課程的改革。學校管理的透明化促進了學校視學和自評採
用的指標很大程度上包含了課改的要求。在「學習差異的照顧」指標中，要求
教師能按學生的學習能力、興趣和需要，調試學習內容和活動，安排富有挑戰
性的課業，採用多樣的教學策略和學習材料，誘發學生的學習潛能，這在課程
的實施中體現了照顧學生差異，追求教育公平的理念。

但是，由於問責策略的成功，教師的工作量增加，政府學校及教師都面臨
了嚴重的壓力。另外，在課程改革中，教師是否具有課程轉變的能力也是影響
改革的重要因素。當教師感到自己不足應付改革的時候，就會尋求政府求援。
香港政府在這方面提供了大量資金的支援，並用該資金在學校設立課程主任的
職位，但卻未對課程主任職位在學校的設立做周詳的考慮。由此可見，在實施
課程改革的過程中，政府提供財政支持是重要職責，但這並不是全部職責，更
重要的是要和學校並肩努力，攜手改革（朱嘉穎，2005）。

比較：教師是課程實施的關鍵人物，兩地在課改實施中都提及要提高教師
課程意識和提升教師專業質素。在課程實施過程中，教師要根據學生的需要創
造性地教學，開發利用校內外教育資源，根據學校的條件及學生的特點決定課
程發展的步伐，這些都體現了課程實施賦予教師更大的自主權。兩地的課程實
施策略都提及課程資源和支援的問題，不同的是大陸側重學校和教師進行課程
開發，而香港方面，隨著優質教育基金的成立和教育局積極地透過「種籽」計
劃推動課程改革，不少大學與學校也建立夥伴關係，發展校本課程和課堂研究
（李子建，2005b）。

再者從兩地文件中對課程實施的闡釋，應屬於 Synder, Bolin, & Zumwalt
（1992）所提及三種課程實施取向中的相互調適取向（李子建、尹弘飆，2005）。
而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學校教育系統中課程權責的一次重新分配，處
於學校教育系統基層的學生、教師和學校獲得了一些課程選擇與決策權力，並
且這種權力在改革文件當中得到了保證。這種賦權讓學生、教師與學校會對課
程改革產生更多的擁有感，從而減少前線人員對改革的抗拒（White, 1992: 18）。
但與此同時，賦權也意味著責任的增加，學校和教師在課程實施中不僅是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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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中央課程，還要擔負校本課程開發、課程資源開發等等職責。特別是在大陸，
由於普通高中教育連接著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高考與升學進一步加重了改革
給學校人員造成的壓力。可見，新課程的選擇性對學校人員來說是一柄雙刃劍，
既帶來了賦權和擁有感，又意味著責任和壓力的增加。

從兩地課程實施的實際來看，教師依然是承擔課程改革最大壓力的一方，
政府在賦予教師權力的同時，也把巨大的責任拋給老師。宋萑（2007）研究也
發現，教師在此次新課改中承擔巨大問責壓力，部分參與新課改的教師往往通
過拒絕賦權來逃避問責。雖然目前政府已經改善很多，亦明白在給教師賦權同
時，要提供增能機會，因此往往通過提供資金、資源和進修機會來幫助教師更
好承擔改革責任，但是卻也忘記自己也是改革中的一員，也應該承擔改革可能
失敗的風險。

同時，在大陸課改實施中，由於課程實施資源和教師發展機會的地區差異
和城鄉差異，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教師實施課程的效果，也進而影響到學生的學
習。特別是在西部農村地區，教師手中仍舊是一本教材、一支粉筆、一塊黑板，
再加之自身專業素質不高，根本無力承擔課改賦予過多要求，最終受害的還是
西部的孩子、農民的孩子（景民、李瑾瑜，2000）。Fiske（1996）曾指出，教
育領域的分權會在被分權之元素（資源、經費、教師聘任、課程發展）上存在
差異，以此審視大陸新課改，雖然教師被賦予課程調適權力，但由於在資源配
置、經費使用等等方面缺乏賦權，難免流於形式。而且即便未來被賦予資源配
置權力，但很可能會像 UNESCO（2004）研究所發現的結果一樣：分權背景下
的貧困地區學校會因為資源管理能力弱而表現不佳。

因此，Rondinelli, McCullogh, & Johnson（1989，p. 78）建議，要成功落實
分權政策取決與地方機構的組織能量的發展，而且在設計分權式政策時必須要
把地方的背景脈絡納入考量。顯然，採取分步走的大陸新課改還是未能對西部
地區和農村地區的背景有足夠考慮，落實時又未能重視各級地方教育行政部門
的能力建設，最終導致課程實施遭遇公平危機。

三、課程評價

大陸：《綱要》中提出建立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評價體系，多方面評價學生，
發揮評價的教育功能；建立促進教師不斷提高的評價體系，注重教師自我反思，
建立以自評為主多方共同參與的評價制度；建立促進課程不斷發展的評價體
系，期以考察課程實施情況，形成課程革新機制；改革考試制度，促進考試制
度與課程改革的相互銜接，並著力減輕學生考試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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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文件課程明確了課程評價的改革方向，但在實際課改實施過程中，課
程評價仍難以擺脫應試教育和中、高考制度的限制。現行的評價機制使其教學
行為背離正確的教學觀念,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惡性循環的過程（魏彥、王
園嫻，2009）。另外，新的評價體系缺乏操作性。強調評價學生的「學習過程、
學校情感、學習態度、價值觀和個性的特徵」，卻沒有具體的操作性的評價指標。
有調查注意到，學生的興趣、好奇心、投入程度、合作態度、意志力和探索精
神，難以用客觀的、量化的指標精確地進行描述、區分和測量（劉綺，2005）。
以上的困境會影響課程評價的有效實施，影響到對教育品質的考察。而且，雖
然新的課程評價提出建立自評為主多方共同參與的評價制度，體現了評價分權
的想法，但是多方的評價最終都要讓位於考試成績，導致評價的權力仍然過於
集中（謝利民、楊喜鳳，2005）。

香港：《學會學習》中指出學生學習過程和學習成果同樣重要，建議教師以
不同的評估模式收集學生在不同情況、以不同能力而顯現的學習成果的證據。
傳統筆試形式的公開考試不能完全反映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其他的學習經歷，另
一方面，為了瞭解學童的學習狀況，政府推行「基本能力評估」。強調評估促進
學習的理念，提出一系列以評估促進學習的建議。

但其他儒家圈文化地區一樣，一直以來，香港教育受到考試文化的制約。
然而課程改革要想取得成功，課改的理念就要倚靠實施環境來配合。課程改革
的社會認受性會對課程改革的實施環境產生很大的影響。而課程的認受性往往
又取決於課程的評估方式是否能獲得社會的認可。雖然課程改革注重實施多元
化的評價方式，強調校本評核，水準參照評級制度等評價方式，然而，長期以
來「優勝劣汰」的社會價值觀令考試文化演變為學校文化的一種主宰，任何課
程改革最終必須回歸到學生的考試表現，學校和教師一方面要進行課程改革，
一方面又不能放鬆追求優秀的學習成績，甚至有研究表示，考試對教師教學影
響最大，結果教師甚至不得不在學校課程之外給學生補習，學習額外的輔導資
料，以應付標準化考試的需要。在未來的高中評核裏，不同科目會逐漸加入「校
本評核」部分，不過也引起一些關注，例如教師是否有足夠能力和評核的客觀
性等問題（Morris & Adamson, 2010）。因此，如果評價模式不改變，那麼課程
改革就無法實現其理想的理念，也無法促進學生個人的發展（朱嘉穎，2005；
林智中，2007；霍秉坤，2007；王全珍、王海東，2008）。

比較：兩地的課程評價都重視評價機制的改革，兼顧過程性評價和結果性
評價，並重新挖掘評價的多元功能，強調評價對學生、教師和課程的診斷、發
展和改進功能。同時兩地都提出改革考試制度，建議從多元化的角度進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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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評價的權力賦予學生、教師以及其他持分者，都體現出分權的思想。

但是兩地考試文化傳統乃是所有華人地區的特色，亦是儒家文化的傳統價
值體現，絕非一次課程改革所能撼動，因此當兩地新課程中過程評價觀、發展
評價觀遭遇考試至上的結果評價觀和甄選評價觀，難免長期角力。因此，評價
模式的實踐層面改革應該兩地課程改革者都要著力去解決的困局。

再者，大陸新課程中的評價改革特別是高考改革，同樣也面臨著「公平」
壓力。傳統紙筆測驗更側重考察學生的知識掌握，在全國統一教材的背景下，
即便師資質量差，農村地區的學生可以靠死啃一本教材也能取得不俗成績。但
當下課改標準抽象、教材多元，教育質量更多倚重與教師的專業知能與判斷，
農村地區學生的學業表現自然更多為不良師資所累。而且從目前部分大陸高校
開展自主招生的評價改革探索來看，其多元評價方式與綜合能力取向都使得學
生的學習生活經歷與視野成為重要影響因素，農村學生在這些方面則明顯處於
劣勢5。

在課程改革實施過程中，不少改革新設計和新理念遭遇滑鐵盧，其中分權
的改革取向更是遭遇到實踐的困境。一是在課程結構和內容上，大陸新課改中
集中體現分權思想的校本課程開發由於教師因過往「去專業化」（de-skilled）
所缺乏課程開發能力和經驗而往往被擱置，這一問題在廣大西部和農村地區更
為突出，雖然校本課程開發這一問題在香港課改中則並不明顯，但在統整課程
上，香港和大陸都遭遇相似的問題——教師擁有主動權之後卻因為缺乏課程統
整能力和相應支持而無法擔負改革責任。二是在課程實施上，兩地採取的調適
取向賦予教師更多權力，但相較集權式課程而言，其課程實施的質量更多受教
師自身能力影響，也受到學校及其所在地的課程實施資源和教師發展機會的影
響，在這樣的條件下，西部和農村地區的學校則明顯處於劣勢，而與東部和城
市地區學校的差異被進一步拉開，導致教育不公平。三是在課程評價上，與分
權理念一脈相承的主體多元、方法多元的評價模式，在實踐中卻遭遇傳統考試
文化的阻力，同時學校本位的過程性評價由於難以量化以及校際比較難度高等

5此問題在大陸民眾引起廣泛討論，參見：“高校自主招生 高成本潮試題攔住
眾多農村娃”， 2010 年 5 月 6 日，取自
http://www.sd.xinhuanet.com/wq/2010-01/26/content_18874886.htm；“高考改革升溫少
亮點 農村生無緣高校自主招生”， 2010 年 5 月 6 日，取自
http://www.china.com.cn/news/edu/2010-01/05/content_19179529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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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最終多元評價的分權還是集權與統一的考試評價。可見，對於這種自上
而下式分權，學校和教師並不領情，相關能力的提升和配套條件的支援都會影
響分權的真正實現。

陸、課程改革的成效

一、直接影響

大陸：在 2010 年教育部頒佈的《教育部關於深化基礎教育課程改革 進一
步推進素質教育的意見》檔中指出新課改取得顯著成績，包括：基本建立新課
程體系；一批教材深受師生喜愛；學生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
養得到重視；考試評價改革取得重要進展；教育工作者的理念和行為發生積極
變化。而從實證調查數據來看，新課改帶來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學生和教師兩個
方面。

首先在學生方面。新課程改革的最終目標是使每一個學生都得到成長和發
展，其效果如何也是通過學生表現出來的。新課程改革要求改變學生的學習方
式，這是新課程改革的核心。調查發現，雖然學生學習還是以聽教師講課為主，
但是小組合作學習和社會調查已經成為重要的學習方式。學生觀察問題、思考
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有所提升，也學到更多的知識技能，學會了交流合作和學
習方法，學會了搜集、分析、處理、運用資訊 ，素質有了提高（劉綺，2005；
馬雲鵬、唐麗芳，2004；李壯成，2004；唐春良，2002）。

其次在教師方面。新課改帶來新理念，課程標準給教學活動提供了更大的
空間與彈性，也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課程實施後，教師的教學觀念與
課堂教學行為發生變化，教學方式也發生了較大變化，積極嘗試新的評價方法，
教師角色發生轉變與學生的關係更加融洽（王湛，2004；劉樹仁， 2002；李壯
成，200；馬雲鵬、唐麗芳，2004），教師的合作意識也有所增強（葉延武，2006）。
新課程實施要對教師進行培訓，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學習新的教育理念，緊跟
學科知識發展，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專業發展。

香港：香港教育局（2008）在給校長和教師的課程改革中期報告中指出超
過 80%的中、小學教師和校長認同課改的理念，而且有 75-86%的小學教師和
58-71%的中學教師認為學生在溝通、創造力和批判性思考等共通能力上均有改
進，可見課程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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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兩地新課改在直接成效上主要體現於教師和學生的改變，其中教師
改變包括對於新課改理念的認同和課堂教學行為的改變，而學生改變則是在學
習能力、合作能力、創造力等方面的提升，都符合兩地新課改的預期。

二、間接影響

大陸：新課程改革在實施之後形成的間接影響主要體現在教師教育上。由
於此次課程改革注重課程的綜合性，強調課程的實踐性（紀國和，2003），而
在高校自主辦學的背景下，師範院校中原有的門類偏少，理論性強，實踐環節
薄弱，不能適應新課程改革的需要（劉建銀、于興國，2010），教師教育課程
絕大部分都是以「學科」命名的，缺乏統整和靈活性（《教師教育課程標準》專
家組，2008b）。因此教師教育課程就要進行相應的改革。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
是要解決學科專業課程比例過大，綜合實踐課程比例過小的問題（徐榮遠，
2003）。另外，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標準使教師教育課程標準有了制定和遵循的
依據（聶丹，2004），國外的教師教育標準基本上也是緊扣教師的工作實際和
具體需要展開的（《教師教育課程標準》專家組，2008a）。通過對新課程實施
中問題的研究和國外教師教育課程標準的研究，有助於我國建立教師教育的課
程標準。

而另一重要間接影響在於教育公平與社會公平方面，前文中已從過往新課
改實證研究文獻中分析了新課程改革中在課程結構與內容、課程實施以及課程
評價上所帶來的教育公平問題，雖然教育公平問題是在大陸目前地區差異、城
鄉差異大的背景下必然長期存在，但新課改所引發的新型不公現象確實值得注
意。因此，在 2009 年新任教育部長履新時就把教育均衡化發展作為首要任務，
而且在剛剛發佈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徵求意見稿）中也指出
要「以促進公平作為重點」，無不發出關注公平的信號。

香港：大部分有關課程改革的培訓似乎針對在職教師。由於香港的師資培
訓機構都是學術自主，教師教育課程的傾重點略有不同，日後如何強化準教師
面對課程和教學改革也是值得思考的課題。另一方面，香港的經驗和外地的研
究指出課程改革的成功，往往取決於校長和教師的領導，因此日後教師教育和
教育界的不同夥伴（例如大學、政府、學校三方面的協作）如何促進校內課程
領導的發展，也是值得注視的課題。

比較：兩地新課改在間接影響上都體現在教師教育方面，由於新課程對教
師提出新要求，職前教師培養必然要因應這一要求；而新課程的形式、內容、
方法又要求教師不斷提升自己，從而對在職教師培訓提出新需求。但與香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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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是，大陸新課改另一間接影響是在教育公平問題上，這與中國大陸東西部
和城鄉差異大的現實背景不無關係，但因為新課改而凸顯教育不公，也促使中
央政府更加重視新課改背景下教育公平的實現。

從兩地新課改的整體影響來看，分權的改革取向確實讓教師和學生體會到
新課改的創新之處，並更為認同新課改的理念，也帶來了教師教育的變化。但
是也有少數實證研究發現，教師對新課改持懷疑和否定態度，新課改的理念在
落實上困難很大（林小華、萬莉，2006；郭民、徐建國，2009），其中主要原因
也在其他大部分實證研究中有所反映，主要包括：教師能力不足，配套的資源
支援、教師培訓不足，以及考試評價壓力等。這也再次反映分權的落實最終取
決於教師能力的提升和相應支援的提供等因素。

柒、結語

從兩地課程改革的政策比較中，「分權」的共通取向與各自落實的差距，已
然反映出兩地的異同所在，但考慮兩地在地域、政治制度、條件背景等等差異，
這一結果也在情理之中。首先從「分權」政策現實看，雖然大陸和香港都遭遇
同樣的悖論——借助集權式力量來實現分權，但大陸所遭遇的阻力更大，導致
阻力的原因也更複雜。Nieuwenhuis & Mokoena（2005）曾提醒我們，政府在進
行分權時可能是「虛情假意」，它往往在官方文件中去宣佈要分權和決策下移，
但在實踐中卻往往拒絕交權。其實我們從大陸新課改的發起和準備階段來看，
一線教育工作者、地方組織、社區、家長、學生參與度很低，甚至沒有參與，
官方與專家決策的色彩濃厚，從改革設計之初就沒能很好體現分權理念，難免
有虛假分權之嫌，而反觀香港課改則廣泛徵求各方意見，分權思想貫徹始終；
同時，大陸課改分權所達及的層面往往停在省、市級教育行政部門，分權之元
素限於單一，也都導致分權很難落實到學校和教師。

有學者指出，隨著分權理念的發展歷程中，問責概念在上世紀 80 年代成為
分權的重要推動者，因為當時的經濟領域強調透過分權來強化問責，而巨大的
問責則被視為提高效率、投入-產出效益的途徑之一（Samoff, 1990）。因此政策
領域中分權理念的逐步盛行，背後也反映著這種問責與效率的市場價值取向
（UNDP, 2003; World Bank, 2003）。然而當這種分權式政策改革介入到「公共產
品」性質的教育領域之中時，其背後的市場價值取向就可能會與教育的「公共
性」產生矛盾，導致富裕地區和富裕階層會加大對學校，特別是重點學校的投
入來提升品質（Bray & Mukundun, 2003; Fisk, 1996），使得貧困地區、弱勢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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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品質相對更加下滑。分權與公平的緊張關係事實上已經在中國大陸的課
改中有所體現，也成為課改繼續前進的巨大阻礙。但正如 Fiske（1996）所言，
分權改革所引發的公平問題並不意味著要放棄改革，而是要認識到其中潛在的
危險並儘量去減少其負面效果。因此，與國際課改潮流相適應的大陸和香港的
課程改革，都充分認識到分權的必然，以及過往強調控制與集權所帶給教育的
傷害，因此改革是必然之路。但是更需要認識到分權可能帶來的危險而早做準
備，從而改革配套措施、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能力建設、教師專業知能提升上
提供各種支持，因為改革並不意味著中央政府要放棄自己的角色，而是要去轉
換自己的角色——從集權者轉變為支持者和保障者（UNDP, 2003）。

總而言之，在時代變革的大背景之下，中國大陸和香港都順應時代發展，
積極推行課程改革以提升教育品質，促進學生素質的全面發展。由於兩地社會、
經濟、人文等情況不盡相同，兩地的課程改革既有普遍的相同的元素，課程改
革的一些核心理念是共通的，同時也呈現出不同的特色，在課程設計、課程實
施、課程評價等方面的具體處理方式有一些差異。對於兩地課改的比較，也讓
我們更為深入瞭解課程改革從文件到實踐中所呈現的曲折路徑與多面影像，更
為重要的是為未來課改的推進與深化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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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Huan Song* Chikin Lee** Dongmei Cheng***

A decade has passed sinc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curriculum no longer lingers on
ideal or formal level, but instead it has been penetrated into the class practice
and real experience. This study adopts both form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method, in terms of formal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al curriculum, to make
a contrast between the reform policies in the mainland and in Hong Kong.
The result reveals: in spit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both care about
knowledge economy and global curriculum reform tendency;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model is introduced into both of their design of 
curriculum reform policy to be students-oriented and to work out flexible
curriculum structure; Problems like teachers’ lack of enough capacity or the 
conflict between multiple assessment system and exam culture have arisen;
as for the influence and result,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on one hand has
refreshed teachers’ idea and improved students’ 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the reform of teacher education; there is a gap in the
actual practice between the two places, and the mainland, for its vast land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s more apparent in this point; Decentralization is
impeded both i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especially in the mainland
reform, it boosts the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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